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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对于深化三地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创新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成为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如何科学评价城市创新绩效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根据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先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各城市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再通过双重差分法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大湾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结果发现，珠三角部分城市依然存在创新资源配置无效的情况；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后，珠三角城市的创新绩效提升了0.131个单位；不同的科技创新环境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这样的结果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城市的科技创新，珠三角政府应充分利用湾区的优惠政策，发挥自身优势产业，构建三地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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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 Yan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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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ecau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y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scientifically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6, firstly uses three-stage DEA model to measure each city’s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then analyzes impact of the Bay Area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model with th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I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m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an inadequate allocation of the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increased by 0.131 units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Different level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urban’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mean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earl River Delta government should fully use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the Bay Area a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of each urban to improve it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eepe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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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随着“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载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区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9市作为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金融、制造和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未来，珠三角将承载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功能与引领作用：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进行协同合作的试点研究，实现创新效应向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溢出。同时，科技创新作为湾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珠三角能否发挥优势，提升湾区经济，继而带动泛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由于珠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创新发展、原始创新和高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均落后于国际三大湾区。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绩效，以及“大湾区”建设对于区域创新的实际效果，能够为珠三角地区的科创环境建设和大湾区的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Comment by Terrence: 这一段的逻辑可以参考摘要中我的批注。总体逻辑应当是：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意义重大，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是创新（可以加引用），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创新评估对于有针对性地吸引人才。。。等政策为基础，因此很重要。
关于创新绩效的概念研究。根据资源基础观的基本定义，创新是把知识、技能和资金等一系列资源通过协调和配置转化为市场需求及客户满意产品的过程。罗伯特·A·伯格曼[1]认为技术创新效率包括技术上的知识创造量与市场上的商业贡献量，即能够收回开发投资同时产生附加收益的技术创新才是有效的。Claudio[2]在微观上把创新绩效定义为企业在一定数量的创新投入前提下最大化创新产出的相对能力。陈关聚和安立仁[3]认为我国的创新资源在总体上处于稀缺的状态，其利用外资企业的在华研发机构探讨了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创新产出的最大化问题。
关于区域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Volber[4] 探究了旧金山湾区新经济政策对湾区经济的影响。Czarnitzki和Hussinger[5] 分析了公共研发补助对德国企业研发支出的直接影响与创新产出的间接影响。王保乾和罗伟峰[6] 运用超效率DEA-CCR模型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绩效，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价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城市创新绩效的实际效果；而朱鹏颐等[7] 则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视窗模型分析福建9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及其深层次原因；张永安等[8]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了北京创新政策对中关村区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率，结果表明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会提高地区的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认为区域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这些研究旨在探寻创新政策的一般规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区域或一般城市创新绩效的综合评价上。然而，现有研究仅仅对目标城市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没有考虑到多重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创新绩效在其中某一政策发生前后的对比研究。另外，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规范性、预测性或者统计性的理论分析，鲜有研究涉及数理模型的实证分析。因此，本研究将以粤港澳大湾区背景，结合珠三角及湾区经济的发展特色，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城市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再通过双重差分法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大湾区”政策对珠三角地区的影响效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珠三角创新绩效的影响做实证补充。
1研究方法
具有多投入产出特点的数据包络法（DEA模型）是评价地区或城市创新绩效的主流方法，更进一步，部分学者采用双重差分法、随机前沿分析法或空间计量模型综合评价城市的创新绩效。相对于传统的DEA模型，三阶段DEA模型可以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使各决策单元置于相同的运气水平之下，其综合技术效率值更加客观。另外，为了比较某一政策发生前后的影响效果，一般选择差分法，但实际经济活动中往往有多重政策因素共同作用，而运用单差法未能同时控制分组效应和时间效应。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分析被解释变量实验前后的变化。
1.1三阶段DEA模型
为了提高评价结果的精确性，解决传统DEA模型无法同时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决策单元效率评价的影响的问题，Fried[9][10]分别于1999和2002年前后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探讨了如何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即三阶段DEA模型，模型的关键在于第二阶段对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的剔除。	Comment by Terrence: Fried（1999，2002）
令n为决策单元个数，分别是投入、产出向量，有m个投入变量，s个产出变量，则第j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与产出向量表示为：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分析初始效率。利用投入导向DEA-BCC（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对原始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初始效率评价，且该模型计算出来的效率值为各决策单元的综合技术效率值（TE）。
第二阶段，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首先构造如下类似SFA回归函数：

其中，是第j个决策单元第i项投入的松弛变量；是第j个决策单元的环境函数；代表随机干扰项，代表管理无效率项。
估计m个类似SFA方程后分离管理无效率项，罗登跃[11]和陈巍巍[12]的分离公式如下：

然后，获得调整后的随机干扰项，公式如下：

最后，同时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以便将所有决策单元调整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中，投入向量X的调整公式如下：

其中，是调整后的投入；是调整前的投入；是调整后的随机干扰项； 是对外部环境因素进行调整；是将所有决策单元至于相同运气水平下。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DEA效率分析。运用调整后的投入产出变量再次测算各决策单元的效率，此时的效率已经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是相对真实准确的。
1.2双重差分模型
为了对比某一政策发生前后创新绩效的不同，可以把三阶段DEA的综合技术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多重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各决策单元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
首先设时间虚拟变量是post，政策实施前取值为0，政策实施后为1；类别虚拟变量是city，目标区域内的城市为实验组且取值为1，非目标区域内的城市为对照组且为0。	Comment by Terrence: 在具体讲模型前，要花一定的篇幅强调其适用性以及与三阶段dea的关系
假设T期实验内有n个样本，其中有p个作为实验组，q个作为对照组，政策实施的时间结点为，那么n个样本可以分为四组：（1）若post=1、city=1，代表政策实施后的实验组；（2）若post=0、city=1，代表政策实施前的实验组；（3）若post=1、city=0，代表政策实施后的对照组；（4）post=0、city=0，代表政策实施前的对照组。
然后，以三阶段DEA模型计算得出的综合技术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余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构造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表示第j个样本在第t期的综合技术效率值，表示控制变量，分组虚拟变量刻画的是实验组与对照组本身的差异（即使不进行实验，也存在差异），时间虚拟变量刻画的是实验前后本身的差异（即使不进行实验，也存在此时间趋势），而交互项才能真正度量实验组的政策效应。因此，就是双重差分估计量，其在OLS估计上显著大于0时才能说明政策的实施对实验对象具有促进作用，否则说明该政策效应不显著。
1.3变量与指标选取
三阶段DEA的效率分析利用的是投入导向模型，双重差分法重点在环境变量的控制上，据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性、数据可得性和全面性的原则分别选取了3个投入和产出指标，结合实验对象所处的环境及其基本特征选取了5个环境指标,，如表1所示。
张永安等[8]把人力资源和研发经费投入等作为主要解释变量，Czarnitzki等[5]、Gurmu等[13]和吴俊等[14]把专利申请量或授权量、新产品产值或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另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地区必须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利用资源与能源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与能源的利用效率。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力投入（Hum）、研发经费投入（Exp）和能源投入（Ener）作为解释变量，以专利申请量（Tech）、新产品产值（Indus）和能源利用效率（Sour）作为被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的设置要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外部环境科学选择。珠三角9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成员，而大湾区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湾区，因此珠三角创新绩效评价与双重差分法的环境指标的选择应符合国际一流湾区的一般特征。林贡钦等[15]和蔡赤萌[16]认为，经济的规模效益、对外开放的贸易投资格局、重视政府的宏观指导与市场配置作用的有机结合、优良的教育环境、金融保险业的强力支撑和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等是形成国际一流大湾区的主要特征。而王保乾[6]等分别用人均GDP、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科技投入在政府一般预算中所占比重、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和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来衡量上述环境特征。借鉴前人的研究，结合珠三角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外开放水平（Fdi）、政府扶持（Gov）、人力资本（Edu）和金融支撑度（Fin）作为环境变量。	Comment by Terrence: 这文献支撑之前和之后都要有论述，即强调你是怎么考虑变量的，这些学者出于什么考虑选择了啥，你觉得有道理也选择了，要论证清晰。
表1 珠三角地区创新绩效评价指标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表示
	变量定义

	创新投入
	人力投入
	Hum
	R&D活动人员

	
	研发经费投入
	Exp
	R&D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能源投入
	Ener
	全社会耗电量

	创新产出
	专利申请量
	Tech
	专利申请数量

	
	新产品产值
	Indus
	新产品产值

	
	能源利用效率
	Sour
	万元GDP电耗的倒数值

	环境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生产总值

	
	对外开放水平
	Fdi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政府扶持
	Gov
	科技投入与财政支出比值

	
	人力资本
	Edu
	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金融支撑度
	Fin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把广东省2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珠三角9市作为实验组，其余12个地级市作为对照组，统计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样本区间确定为2008~2016年，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受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数据的限制，2008年之前的相关数据严重缺失，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以2008年为起始点；其二，2017年调结构、促经济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当年经济环境变动幅度大，应以2016年为终止点。政策实施的时间结点为2015年，此时“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被首次明确提出。	Comment by Terrence: 这个原因很站不住脚
在评价指标的数据收集上，做以下三点说明：（1）由于珠三角以制造业为主，全社会的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规模工业企业内，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科学性，本研究采用规模工业企业的R&D活动人员、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新产品产值代替全社会的相关变量。（2）在度量珠三角某地区人力资本的丰沛程度时，本研究用每万人普通中学的在校学生数来反映该地区的全民素质水平而非高素质人才的聚集程度。珠三角作为高素质人才的主要流入地，其人力资本主要来源于省外而非本地高校；另外，该地高等学校较少，《广东省统计年鉴》中也只列明了各地区的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本研究认为考察地区的全民素质水平更具有现实意义。（3）为了使评价指标的评估属性与环境友好的评价目标正相关，本研究以万元GDP电耗的一阶倒数作为产出变量，该值越大，能源的利用效率越高，对环境越友好。
在评价指标的数据处理上，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本研究以2007年为基年，利用各地区的GDP指数计算其实际GDP，最终得出该地区的GDP平减指数并对研发经费投入、新产品产值、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支撑度进行处理。此外，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始数据以美元作为计量单位，本研究利用统计年鉴中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先换算成人民币，再用GDP平减指数进行数据处理。
2.2实证分析
本研究先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不同地级市之间的创新绩效来横向评价各市的创新程度，再以各决策单元的综合技术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时间虚拟变量、分组虚拟变量及其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以其他环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纵向比较“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提出前后该地区的创新绩效，分析创新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效果。
2.2.1三阶段DEA模型评价结果
为了消除变量单位的影响，我们先对5个环境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将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投入产出数据与环境数据用Frontier4.1和DEAP2.1软件计算其综合技术效率值（TE），该值越接近1表明决策单元的创新绩效表现越好，结果如表2和图1所示：
表2 基于DEA三阶段模型的2008-2016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综合技术效率值
	crste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均值
	排名

	广州
	1
	1
	1
	1
	0.94
	0.9
	1
	1
	1
	0.982
	5

	深圳
	1
	1
	1
	1
	1
	0.744
	0.772
	1
	1
	0.946
	7

	珠海
	1
	0.655
	0.654
	0.794
	0.792
	0.904
	1
	0.903
	0.636
	0.815
	10

	汕头
	0.552
	0.57
	0.598
	0.614
	0.532
	0.557
	0.527
	0.622
	0.546
	0.569
	14

	佛山
	0.924
	0.945
	1
	1
	1
	1
	1
	1
	1
	0.985
	4

	韶关
	0.457
	0.46
	0.427
	0.446
	0.429
	0.408
	0.575
	0.46
	0.448
	0.457
	21

	河源
	0.597
	0.478
	0.419
	0.436
	0.48
	0.461
	0.567
	0.475
	0.448
	0.485
	19

	梅州
	0.532
	0.478
	0.499
	0.533
	0.605
	0.636
	1
	0.717
	0.65
	0.628
	13

	惠州
	0.838
	0.65
	0.686
	0.87
	1
	1
	1
	1
	0.882
	0.881
	8

	汕尾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东莞
	1
	1
	1
	1
	1
	1
	0.946
	0.925
	1
	0.986
	3

	中山
	0.554
	0.658
	0.654
	0.788
	0.86
	0.966
	1
	0.972
	1
	0.828
	9

	江门
	0.968
	0.954
	0.984
	1
	0.925
	1
	1
	1
	1
	0.981
	6

	阳江
	0.9
	0.821
	0.727
	0.716
	0.599
	0.552
	1
	0.614
	0.509
	0.715
	12

	湛江
	0.908
	0.827
	0.814
	0.755
	0.773
	0.765
	0.866
	0.822
	0.667
	0.800
	11

	茂名
	1
	1
	1
	1
	1
	1
	1
	1
	1
	1
	1

	肇庆
	0.604
	0.545
	0.486
	0.501
	0.525
	0.502
	0.424
	0.524
	0.515
	0.514
	18

	清远
	0.513
	0.449
	0.411
	0.406
	0.415
	0.4
	0.799
	0.554
	0.347
	0.477
	20

	潮州
	0.547
	0.519
	0.485
	0.51
	0.529
	0.534
	0.762
	0.544
	0.533
	0.551
	15

	揭阳
	0.525
	0.497
	0.512
	0.51
	0.505
	0.492
	0.535
	0.592
	0.506
	0.519
	17

	云浮
	0.596
	0.569
	0.529
	0.541
	0.556
	0.512
	0.663
	0.478
	0.507
	0.550
	16

	均值
	0.763
	0.718
	0.709
	0.734
	0.736
	0.73
	0.83
	0.772
	0.723
	0.746
	


从截面数据的横向比较来看，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是0.746，整体的创新绩效表现较好。其中，排名前10的地级市中有8个属于珠三角地区，只有肇庆的综合技术效率值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余两个分别是汕尾和茂名。说明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绩效总体上优于广东省其他地区，这是因为珠三角自改革开放以来累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其科学技术水平与创新氛围均高于省内其他地区。尤其是深圳，截止至2016年，其专利申请量高达145 294项，统计期间的平均申请量为75 367.89项，居于省内首位，比第二名的广州（40 137.22）多了将近一倍，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城市。但是，消除了管理无效率、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影响，把21个地级市置于同等的经济环境之后，非珠三角地区茂名和汕头的综合排名稳居第一，且效率值为1。比较而言，深圳、广州等珠三角9市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均不如这两个地级市。这说明珠三角地区依然存在创新资源配置无效，资源投入浪费，和产出效率未能达到最大化的情况。

图1 基于DEA三阶段模型的2008~2016年珠三角地区综合技术效率趋势	Comment by Terrence: 图名放在图下面
从时间序列数据的纵向比较来看，广东省整体的年均综合技术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珠三角地区在报告期内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均高于非珠三角地区，且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上，而非珠三角地区总体上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具体来看，广东省自2011年初开始综合技术效率值稳步上升，且在2014年末达到顶峰。珠三角地区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峰值点出现在2015年末，这可能是因为2015年珠三角9个地级市被列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范围，政策利好使得该地区的创新积极性增加，综合技术水平上升，科技创新效率提高。非珠三角地区自2015年初开始急速下落，甚至在2016年末达到报告期内最低水平，这可能是因为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提出后，高技术企业和人才从非珠三角地区向珠三角地区不断流入，导致该地区的综合科技实力下降，创新效率降低。总体而言，广东省2008~2014年末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为0.745 714，而2015~2016末则是0.747 5，上升了0.24%，说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提出后，尽管非珠三角地区的综合技术效率略有下降，但珠三角地区的效率提高仍然对全省具有小幅度的拉升作用。下面用双重差分法进一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对决策单元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
2.2.2双重差分模型评价结果
本文选取的21个地级市中有且仅有9个属于珠三角地区且同时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然实验环境，是双重差分模型构建的基础。在实验过程中，由于被解释变量面板数据的范围是[0,1]，且对于DEA有效的地区而言，其综合技术效率值归并为1，因此本研究应用Tobit模型进行归并回归。使用Stata15.1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粤港澳大湾区设立对城市创新绩效影响的Tobit回归结果
	
	all_DID
	egcity
	cgcity

	gd
	0.131***
	
	

	
	（2.61）
	
	

	city
	0.226
	
	

	
	（1.15）
	
	

	post
	-0.076**
	
	

	
	（-2.31）
	
	

	PGDP
	-0.309
	-0.371***
	1.323***

	
	（-0.80）
	（-6.98）
	（3.38）

	FDI
	-0.599**
	-0.488***
	-1.535*

	
	（-2.40）
	（-6.92）
	（-1.92）

	GOV
	0.193**
	0.321***
	-0.548**

	
	（2.15）
	（5.46）
	（-2.17）

	EDU
	-0.327**
	-0.396***
	0.818***

	
	-2.25
	（-4.25）
	（6.70）

	FIN
	0.719*
	1.828***
	-6.733***

	
	（1.90）
	（7.58）
	（-3.72）

	Constant
	0.926***
	0.966***
	0.225**

	
	（6.78）
	（15.21）
	（2.15）


注：1）*、**、***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
其中，all_DID一列代表双重差分的结果，egcity一列表示实验组的Tobit回归结果而cgcity一列则代表对照组的Tobit回归结果。观察双重差分结果，变量“gd”表示的交互项，其系数为正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提出对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政策落实每提高1个单位，该地区的创新绩效就能提升0.131个单位。这与三阶段DEA模型得出的初步结论一致。除了人均GDP以外，其他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政府支持度与金融支撑度每提高1个单位，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绩效分别能提高0.193和0.719个单位。而对外开放水平和全民素质水平（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对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绩效却产生了消极的抑制作用，这可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时，本地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反而被国外优秀资本挤出本地市场，降低本地企业的创新绩效；其二，单纯注重全民素质的提高而忽略了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引进时，容易使本地的人力资本处于同质化的低端层面，而科技创新活动需要的是大量的高端人才。 
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所有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除了对外开放水平以外，两组统计变量的系数均呈现出相反的经济性质。这是因为珠三角地区和非珠三角地区在经济实力、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和金融规模等方面差距悬殊，不同的科技创新环境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均有所不同。例如，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市2016年人均GDP高达14.066万元，而非珠三角地区的梅州市仅有1.905万元；深圳市2016年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9.58%，而非珠三角地区的茂名只占了0.44%；深圳市2016年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是34 051.66亿元，而非珠三角地区的潮州只有359.44亿元。对于像深圳一样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而言，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机制的改革、投融资渠道的拓展、金融租赁体系的健全和法律法规的完善等；而对于像梅州、茂名和潮州一样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而言，扩大经济规模，提升教育水平，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更有效地为科技创新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提高珠三角地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扩大金融规模将更加有利地促进地区的创新绩效，分别能提升0.321和1.828个单位的综合技术效率；同样地，扩大非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规模、提升全民素质而非直接引进高素质人才将更有利于该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其促进效应分别是1.323个单位和0.818个单位。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政策背景，构建了城市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分别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双重差分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8~2016年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价并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
结果表明：第一，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是0.746，整体创新绩效表现良好，其中以珠三角地区的表现最为突出，但依然存在创新资源配置无效、资源投入浪费和产出效率未能达到最大化的问题；第二，广东省整体的年均综合技术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而珠三角地区在报告期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出现曲折上升的态势；第三，2015年后，尽管非珠三角地区的综合技术效率略有下降，但珠三角地区的效率提高仍然对全省具有小幅度的拉升作用；第四，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提出对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绩效产生了0.131个单位的正向影响，其中，扩大政府支持与金融规模均能提高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绩效；第五，不同的科技创新环境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机制的改革、投融资渠道的拓展、金融租赁体系的健全和法律法规的完善等是经济基础雄厚的城市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而扩大经济规模，提升教育水平，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发展科技创新的先决条件。
为了提升珠三角城市的创新效率，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科创发展，本研究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1）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积极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与发展。由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实施能为珠三角9市的创新绩效带来0.131个单位的促进作用，且有不断上升的利好趋势，未来亦将释放更多的政策红利。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实行多中心共同引领的区域合作模式，三方共同组建规划领导小组和建设委员会，对大湾区建设的目标、原则、实现路径等进行顶层设计。
（2）完善产学研的合作发展平台，提高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效率。珠三角部分城市的创新绩效依然存在创新资源配置无效等问题，这可以通过构建和完善包括高标准的技术合作与交易中心、产学研对接平台、技术创新孵化基地、创新产业园和创业发展平台等创新网络体系来解决。一方面为全民创新提供便利化的市场环境，营造大众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为创新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3）对标国际营商环境，构建跨境合作新模式。与国际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三地存在“一国两制”和三个不同关税区的特点，这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国际”营商环境，因此，珠三角与港澳合作时，应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上积极探索公平化、国际化、法治化和便利化的跨境合作新体系，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提供突破性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经验。
（4）根据不同的经济基础进行产业的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由于不同的科技创新环境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湾区城市应根据其经济基础错位发展原有优势产业，发挥互补功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香港的金融、航运和贸易，广州的先进制造业和现在服务业，深圳的科技创新与高技术产业，澳门的旅游业、博彩娱乐业和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等是核心城市的重点发展产业，而对于周边城市，为了顺利承接大湾区的“溢出产业”，应积极扩大经济规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全民素养。
[bookmark: _GoBack]（5）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市场的互联互通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内地的对外开放程度、通关便利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三地从业资格人员的证书互认、科研资金等科研要素跨境使用的放宽等都是深化湾区合作，构建互联互通软环境的重要突破口。
总的来说，珠三角各市应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优势，通过发挥优势产业与完善基础建设来构建三地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提升区域的整体创新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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